
为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信仰教育做点事

——在北京高校关工委基层建设现场会上的专题发言
（2011年11月23日）

清华大学关工委委员  林  泰

【编者按】林泰教授的发言，讲出了广大投身于关心下一代工作“五老”同志的心声，体现了他们的追求与实践，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那是一种坚信，坚信我们的事业关键在党，希望在青年；那是一种行动，把忧国忧民之心，转化为关心青年成长的实际行动；那是一种奉献，以矢志不渝的热情，为青年人价值的构建、信仰的形成奉献自己的经验和才智。

我从19岁到清华读书，至今已过了60个年头了，可以说我一生最好的时光都是在清华度过的。如果从1955年毕业算起，我已经为祖国健康工作了56年，超过了蒋南翔校长“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期望，当然其中有十几年是退休后“发挥余热”。退休以后，我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包括：为业余党校讲点课，每个学期2-4次，从未间断，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TMS协会）等理论社团的一些活动，为辅导员和党员政治学习作点辅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作点事。近年来，受市教工委委托，为市各高校学生工作干部和研究生骨干培训讲点课、作点辅导，为全国老教授协会“中国国情与青年的历史责任”班讲专题课，为在职的中青年公务员讲点课，帮助他们正确辩识各种社会思潮，科学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十多年来，我每年还为香港公务员和被称为“明日领袖”的香港青年学生讲课，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等等。当我看到青年朋友那样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课的时候，当我讲课超时，他们用掌声鼓励我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当他们课后提出一些时代的前沿性问题和我探讨的时候，当严鸢飞教授告诉我，他当组织员看到很多同学申请入党材料中，谈到我的讲课对他们的启发帮助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欣慰。能够经常同思想上最有朝气和活力的年轻人进行思想交流，并受到他们的欢迎，我感受到老年生活的快乐和对祖国未来的价值，同时这也是我的思想能够较好地保持活力，老而不僵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退休后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源于邓小平的教导。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进班子。”“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我对邓小平这些话的体会是：中国的未来，关键在党、希望在青年。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渴望振兴中华，渴望成才，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虽然，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期望所有青年都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太的现实，但是，我坚信，总会有一些心系祖国和人民的有志青年，哪怕只有20%-30%的青年骨干，能科学地理解、坚定地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为之奋斗，中国就不会发生苏共亡党、苏联解体那样的历史悲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大有希望。因此我做青年工作的重点放在党员和积极分子及其理想信仰教育上，这是关系中国未来的大事情。我一个人这样做，只是尽点小力气，如果有更多的人这样做，积累众多小力气，就可以成就大事业。
1983年，校党委调我参加清华文科复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那时，正赶上抽象人道主义思潮泛滥。从那时起，我就把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作为自己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点研究方向，邓小平“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两任总书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软弱无力的批评，使我坚信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性，近30年始终坚持。至今，我们仍有一个课题组承担着清华德育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重点研究项目：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要系统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历史脉络，探讨社会思潮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结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科学、有效地对青年进行教育的历史经验。研究内容涉及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文化历史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以“普世价值论”鼓吹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潮、中国迅速发展、和平崛起面临的国际思潮、人生价值观的有关思潮以及从“左”的方面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等等。明年就要出一本专著，向党的十八大献礼。这个课题要求我们必须全面深入地考察中国当代各种社会思潮，不断跟踪其理论前沿的矛盾和信息，并力求给以科学的分析，这些理论和信息的准备是我们能与时俱进，为青年朋友讲好课的基础。参加这个课题研究的人老、中、青结合，年龄最大差距近半个世纪，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活力给我以很大帮助；我们一些老同志也乐意并希望能帮助中青年学者把党性与科学性更好地结合，更快地成熟起来，因为他们才是坚持青年理想信仰教育的未来和希望。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存在着一种“淡化”意识形态、“远离”现实性、政治性，把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相对立的倾向，并影响了一些中青年学者。邓小平很早就指出：“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胡锦涛也鼓励理论工作者“努力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多次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希望各级党的组织鼓励更多文科青年教师投身到这方面的工作中来。
现在，在思想政治教育界中存在一种“德育非政治化”倾向。他们认为“德育”的主要内涵应当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不赞成“思想政治教育”在全面思想教育中突出政治教育的作法，主张用这种内涵的“德育”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甚至提出“德育不得包括政治教育”的观点。他们还据此反对教育方针中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提法。有一本书甚至提出了“德育政治化批判”这个命题并展开专门论述，而且这本书还被某些专家评为教育部的德育科研成果奖。邓小平多次用“接班人”、“革命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表达对青年的希望，明确提出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说，“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南方谈话中又明确提出要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教育后代。”都是强调要把政治方向教育放在青年教育的首位。“德育非政治化”倾向虽然在德育界不占主流，但值得人们注意。我们应当在全面进行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道德教育、法治纪律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在内的思想教育中，永远把理想信仰教育放在第一位，鼓励更多教育工作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件大事做好。
    （注：本文从教育部关工委网站2012年3月23日上传材料下载整理；原载2011年12月9日编印的《教育部关工委理论研究中心工作简报》【2011】 第7期【复刊第22期】。）
